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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对国际生产
投资布局的影响

*

许培源 刘雅芳

摘要: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加速重构,以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为代

表的边界后措施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贸易谈判的主流,这些新规则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产生了重要

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新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通过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度、投资保

护等途径影响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国际投资布局。运用多国FC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也显示,
新规则导致国际生产和投资逐渐由FTA内部小国和外部国家向FTA内部市场规模较大的美欧

等发达国家转移,转移程度取决于FTA内外的贸易自由度和FTA的市场规模。基于PSM-DID
模型的实证结果证实,2009年以来逐步实施的新规则已通过提高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

水平促进FDI流入,大国的作用更明显,而对非成员国产生了投资转移效应。新规则已成为左右

国际投资布局的大趋势和主导力。
关键词:贸易投资新规则 投资转移效应 国际投资布局 多国FC模型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当前,全球贸易投资的内容、规则和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其进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

程度的加深和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产品内贸易的不断扩展而加速演化。内容方面,2012年以

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服务贸易和投资则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成为引领全球经贸发展的新增

长点,并不断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规则方面,WTO体系下以关税减让等边界措施为

代表的传统贸易规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规则一致、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标准

与劳工权益等涉及一国国内政策的边界后措施正在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谈判的主流(盛斌,2014;
王金波,2014;杨广贡、杨正位,2015),这些措施要求各国国内规则之间的协调和融合,从而实现

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之相对应,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

WTO正在被 TPP、TTIP、USMCA、EPA、RCEP等大型区域贸易协议所取代(Baldwin,2011;

Bruhn,2015)。在全球贸易投资内容、规则和体系的变化当中,规则变化是核心,规则变化引起全

球贸易内容以及谈判体系的变化,因此,贸易投资规则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国家间贸易竞争的关键

所在。
新规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核心的是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如通过影响投资的流向

和流量引起投资布局的变化,这些新规则会对全球投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

更大(张琳,2015)。当前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从具体贸易投资新规则入手分析其对投资的影响。(1)竞争中立原则。美国等主要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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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为维护其全球竞争地位,在双边、区域、国际等多个层面推行“竞争中立”原则以限制发展中国家

国有企业的全球扩张(Capobianco&Christiansen,2011;马其家、樊富强,2016)。竞争中立原则对发

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阻碍其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市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投资市场的准入,进
而改变其在全球的投资区位、布局和格局(胡改蓉,2014)。此外,竞争中立适用范围的扩大也会对众

多非国有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如拥有政府背景、资本关联的非公企业的海外投资将受到更为严格的

审查,从而限制这些企业的海外扩张。(2)“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这种管理模式对投资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创造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裴长洪等,2014)。一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

清单”通过提高成员国间市场准入、降低投资壁垒的方式,促进资本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产生

投资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对于非成员国,成员国间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成员

国的国际投资流入量。(3)电子商务。美欧等发达国家在世界IT产业、互联网产业等处于领先地

位,电子商务规则通过创造相对开放、自由、安全的互联网环境,极大增强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国际货物贸易与数据贸易的高度融合为其电子商务企业带来了巨大

的“商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电子商务和信息产业“走出去”。另一方面,该议题中的跨境信息

自由流动和隐私安全问题或给其网络信息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和隐患。(4)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

环境标准。发达国家推行的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提高了其投资区位优势,有助

于国际生产和投资往其内部集中,非成员国可能由于无法达到这些标准而面临投资转移效应

(Brownetal,2011)。
二是结合区域贸易协定分析新规则对投资流向和流量的影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主要

载体是大型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因此,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杨

立强(2017)利用关税机会成本估算TPP的投资转移效应,结果表明TPP关税减让带来的生产和投

资转移效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蔡松锋、张亚雄(2015)运用包含全球价值链模块的动态

GTAP模型分析了TTIP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TTIP对美欧经济复苏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大部

分金砖国家的经济将受到负面影响。许培源、魏丹(2015)运用多国自由资本模型数值模拟了TPP
的投资区位效应,结果表明,TPP将减少非TPP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使国际直接投资逐渐朝

TPP区域布局和演化。
可见,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内容和影响多元而又复杂,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核心影响是能

够改变贸易成本(贸易自由度)和生产区位优势,进而对成员国间以及与非成员国间的国际生产投资

布局产生影响,因此,其影响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解释。此外,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多国

FC模型主要研究贸易自由度等变化引起的国际生产和投资区位变化,而贸易自由度变化也是新规

则产生的核心影响,因此,新规则对投资布局的影响可以引入新经济地理学多国FC模型进行分析。
当前,发达国家极力推进大型区域FTA以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并不断取得突破,那么这些新

规则将会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产生何种影响? 其作用机理是什么? 影响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亟

待研究和解决。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影响交易成本和生产区位的视角,分析国际贸易投

资新规则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影响;引入新经济地理学多国FC模型数值模拟新规则引起贸易自

由度变化导致的国际生产和投资区位的变化,并利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和PSM-DID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安

排主要通过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度、投资保护等方式改变投资区位优势进而影响国际投资布局。第

二,结合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运用多国FC模型数值模拟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签订贸易协

定实施新规则引起的成员国贸易自由度变化对国际生产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显示,新规则导致

生产和投资逐渐往美欧等发达国家集中,而发展中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则面临投资转移。第三,区别

新规则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值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实证检验新规则的

国际生产投资布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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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规则及其影响投资布局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由于国际经贸规则正处于调整和形成期,尚未有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统一界定,为此,本文从

新规则的内容、产生背景以及主要载体三个维度对其进行界定。

1.新规则的内容。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主要包括传统议题深化和新议题两类(具体见表1)。
传统议题的深化是指对现有贸易投资协定中已经涉及的议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主要包括全面的市

场准入、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及高标准的投资规则等。其中,全面的市场准入是指货物贸易的零关

税、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以“负面清单”模式进一步放宽其市场准入。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是指对现有

的原产地规则提出了更加严格、苛刻的标准,如关税优惠适用范围更广、区域价值成分比例要求更高

等。高标准的投资规则更加强调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ISDS”等高

标准的投资自由化措施提高市场准入、降低投资壁垒、保障投资者权益。此外,更加关注与投资相关

的新议题,如劳工和环境准则等,即不允许为促进投资和贸易而放宽国内的劳工和环境标准。
新议题是指监管一致、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电子商务、劳工和环境标准、中小企业议题等一系列

边界后措施。其中监管一致是指成员国之间在生产和监管体制方面实行统一的标准。竞争中立(国
有企业议题)是指政府不得向国有企业提供不当支持,保障市场运行的公平性。电子商务议题主要

包括电子产品关税问题和跨境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及隐私问题。劳工和环境议题强调对劳工和环境

的保护,力图将劳工和环境要素计入成本,各国不得以损害劳工利益和环境为代价促进投资和贸易。
中小企业议题主要通过向中小企业的融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咨询和政策支持促进其发展。

表1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所涵盖的议题及分类

新规则 主要载体 具体描述 措施分类 影响范畴

传统议题深化

市场准入
TPP、TTIP、美韩FTA、
中韩FTA、中澳FTA等

零关税 边界上-关税
交易成本(贸易自由

度)

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便

利化
TPP、TTIP、美韩FTA

削减非关税壁垒、简化海关及口

岸通关程序等
边界上-非关税

交易成本(贸易自由

度)

服务贸易 TPP、TTIP、美韩FTA
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
除明确列出的领域外,其他领域

均全面开放

边界后-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

投资

准入前国

民待遇
TPP、TTIP、美韩FTA等

国民待遇既适用于投资的设立、
并购与扩大的准入阶段,也适用

于投资的管理、运营、经营、出售

等准入后阶段

边界后-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 TPP、TTIP、美韩FTA等
除列举出的行业之外,其余行业

均对外资开放
边界后-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

ISDS TPP、美韩FTA等
投资者可以成为诉讼主体,直接

对投资东道国提起诉讼
边界后-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

环境和

劳工
TPP、TTIP、美韩FTA、
中韩FTA等

不允许为促进投资和贸易而放宽

国内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
边界后-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

高标准知识产权 TPP、TTIP、美韩FTA等

要涉及商标注册、地理标志、版权

及邻接权、专利保护、对未公开数

据的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等

边界后-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

原产地规则 TPP、TTIP等

更加严格、苛刻的原产地标准,确
定贸易协定中关税优惠是否适用

于贸易区内某一商品

边界上-关税 交易成本(贸易自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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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新规则 主要载体 具体描述 措施分类 影响范畴

新议题

监管一致 TPP、TTIP等
国际经贸伙伴国监管体制和标准

的一致性
边界后-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

竞争中立(国有企业) TPP、TTIP等

政府不得向国有企业提供不当支

持,提高支持和控制国有企业的

政策透明度

边界后-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特定行 业

市场准入

电子商务
TPP、TTIP、美韩FTA、
中韩FTA等

促进信息和数据的跨边界流动 边界后-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

劳工和环境标准 TPP、TTIP等
强调对劳工和环境的保护,力图

将劳动和环境要素计入成本
边界后-投资保护 投资保护

政府采购 TPP、TTIP等
开放地方层次的政府采购市场,
特定部门的市场准入

边界后-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

中小企业 TPP
主要涉及中小企业融资、知识产

权保护,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边界后-市场准入、
投资保护

市场准入、投资保护

  注:表中列举的各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虽然包含相同的议题,但每个协定中有关议题的规定、标准以及实施程度

不尽相同。

2.新规则产生背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变革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变迁

双重驱动的结果。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使得国际经贸合作内容发生较大变化,任务贸易日趋重

要,服务贸易和投资加速发展,这些变化导致规则一致等边界后措施成为贸易投资规则变革中的重

点。此外,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博弈成为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另一推动力量。在规则制

定中,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竞争优势占据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竞争的制高点,而新兴经济体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能符合其发展阶段、体现其利益诉求,这对发达国家主

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挑战,形成了博弈。

3.新规则的载体。规则博弈背景下的 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甚至停滞,无法继续推动

各国之间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服务业开放,而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发

达国家重构贸易投资规则的需求,因此,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新规

则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如TPP、TTIP、USMCA、EPA等。为避免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被边

缘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签订或谈判的贸易协定中也对新规则进行了尝试和探

索,如RCEP、中澳FTA、中韩FTA等。因此,本文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载体定义为发达国家推

动、新兴经济体参与的包含大型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在内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框架体系。
(二)新规则影响投资布局的途径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安排,新规则可以通过取消或降低成员国间的关税与

非关税壁垒等改变成员国间的交易成本,并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影响成员国的生产区位优势(如投资

规则中的环境和劳工标准),最终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产生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

和制度变迁理论可以用于反映社会经济中的制度因素与交易成本、区位优势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从

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剖析新规则影响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途径。表1中给出了新规则中各项议题

影响投资布局的途径,即市场准入、交易成本(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

1.新规则、制度安排与交易成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其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诸多经营环

节放置于相对陌生的东道国投资环境中,在投资和生产过程中还要针对东道国消费需求、相关法律

法规等调整其经营策略和运营模式,因而会产生交易成本。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能够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不同的规则或制度安排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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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构建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环境和强有力的投资保护体系,减少企业投资的风险

和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一国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并最终产生投资创造效应。比如,发达国家在区域

贸易协定中推行的高标准的投资条款能够带来实际的投资待遇、投资自由和投资便利,为外资企业

的进入提供较全面的市场准入;公平的竞争政策、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等能够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运营环境和投资保护。当然,并非所有的新规则都能够促进一国外资的流入

(Busseetal,2010)。比如,美欧等发达国家力推的竞争中立原则、劳工和环境标准限制甚至阻止了

发展中国家外资的流入。

2.新规则、制度安排与区位优势。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涉及一国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而东

道国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又是影响外资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制度中,外资政策的影响

至关重要也最为直接。一国的外资政策中的投资准入和待遇、投资保护能够进一步放开本国投资市

场,增加本国的区位优势,从而以优越的投资制度与环境吸引外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涵盖高标

准的投资政策,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模式、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征收

及补偿标准等,这些制度意味着更高水平的投资开放和投资保护力度,从而增加了实施新规则的国

家的区位优势。此外,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中的新议题也能够对区域优势产生正面影响,如,TPP和

TTIP协议里的“中小企业”议题为中小企业投资提供了金融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支持,增加了中小企

业对其投资的区位优势。
法律制度对东道国区位优势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度的法治程度为外资

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有利于增加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国内的一般法律规范,如社

会环境保护立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规、保障信息安全的法律等,这些法律法规越完善,对企业经

营的要求也越高,会限制一部分外资进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中的新议题如竞争中立、国有企业、
电子商务、劳工和环境标准等,与一国国内事务和法律法规挂钩,这些高标准的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削

减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例如,竞争中立原则和国有企业议题给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设定了进入门

槛;劳工和环境标准则提高了其投资成本,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进军发达国家的限制条件。

三、新规则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影响:基于多国FC模型的数值模拟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通过改变国家间贸易自由度(交易成本)影响企业在区域内(成员国间)、外
(成员国与非成员国间)的生产和投资区位选择,这与新经济地理学多国FC模型中两个层面的转移

效应相契合,即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会产生两个层面的转移效应:一是指FDI从区域外非成员国流向

区域内成员国;二是指FDI在区域内成员国间的转移(Baldwinetal,2003)。在多国FC模型中,贸
易自由度是该模型的核心变量,也是导致区域内外生产和投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安虎森,2009)。
当多国FC模型用于研究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区位效应时,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的生产和投

资区位转移更多的是指由于贸易投资规则变化导致贸易自由度变化引起的投资区位选择的变化。
因此,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多国FC模型,结合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数值模拟美欧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引起的区域内外的贸易自由度

变化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的影响。
(一)新规则与国际生产投资区位:多国FC模型

1.多国FC模型。在多国FC模型中,假设世界经济体有R 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的偏好、技术

条件、贸易自由度和要素禀赋是对称的,且每个国家均含有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符

合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特征且只使用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工业部门具有Dixit-Stiglitz的规模报酬递增

和垄断竞争特征,且同时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根据消费者效应最大化条件以及生产者

成本最小化条件,可以得到企业短期均衡条件和长期均衡条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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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均衡条件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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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市场规模大于平均市场规模的国家i(即si
E>1/R,也称为

大国)的工业生产份额大于其消费支出份额(si
n>si

E),是资本净输入国,生产和投资会不断往该国集

中(第一层面的转移效应,也称本地市场效应);第二,国家i的贸易自由度ϕ越大,资本向该国集聚的

作用也越大(第二层面的转移效应)。

2.新规则、贸易自由度与多国FC模型。率先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多为发达国家,但随

着更多国家的加入以及新规则的深化和落实,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经济规模对比与贸易自由度差距将

发生动态改变,由此引发的国际生产和投资区位效应也将动态调整。例如,美欧签署零关税贸易协

议,若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纷纷加入其中,形成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同盟,其在世界范围内

形成的贸易和投资区位转移将随着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自由贸易同盟的扩容而发生动

态改变。基于此,下文运用多国FC模型,数值模拟新规则引发的贸易自由度改变对生产和投资区位

的动态影响。根据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将世界划分为3种类型的国家,即实施新规则

的成员国1和成员国2以及非成员国3,并假定国家1和国家2签订协议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后的贸易自由度为ϕ',而其与国家3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仍为ϕ,ϕ<ϕ'<1。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3
个国家的资本收益公式(3)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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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s3'n=1-(s1'n+s2'n),s3E=1-(s1E+s2E)分别代入公式(3),求解区位平衡条件π1=π2和π2=π3,可
以得出:

s1'n =
(1+ϕ'-2ϕ2)[s1E +(s1E -s2E)·(ϕ'-ϕ)/(1-ϕ')]

(1-ϕ)(1+ϕ'-2ϕ) - ϕ
1+ϕ'-2ϕ

s2'n =
(1+ϕ'-2ϕ2)[s2E +(s2E -s1E)·(ϕ'-ϕ)/(1-ϕ')]

(1-ϕ)(1+ϕ'-2ϕ) - ϕ
1+ϕ'-2ϕ

(4)

国家1和国家2签订协议实施新规则形成自由贸易区(FTA)后,其工业生产份额s12'n 为s1'n+s2'n,
由此可以得出国际生产转移的规模③:

s12'n -(s1n +s2n)=2ϕ
(ϕ'-ϕ)[1-(s1E +s2E)]
(1-ϕ)(1-ϕ+ϕ'-ϕ)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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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其中,μ为工业品支出份额,σ为工业品间的替代弹性,EW 为总支出,KW 为总资本,si
E为消费支出份额,si

n为工

业生产份额,πi为资本收益率,ϕ为贸易自由度。
其中,Δ1=s1'n+ϕ's2'n+ϕs3'n,Δ2=ϕ's1'n+s2'n+ϕs3'n,Δ3=ϕs1'n+ϕs2'n+s3'n。
式(5)中的s1n和s2n是指国家1和国家2未签订包含新规则的贸易协定前的市场份额,可由式(2)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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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5)可以得出以下主要推论:
推论1:国家1和国家2签订FTA实施新规则后,工业生产由未实施新规则的国家3向FTA内

部转移,即产生“国际生产和投资转移效应”。
推论2:这种投资转移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度ϕ',成员国与非成员

国间的贸易自由度ϕ,以及成员国的市场份额s1E+s2E。
推论3:随着新规则深化和实施,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ϕ'不断提高,边际生产转移效应大于零①,

生产和投资的跨国转移将以加速方式推进。这意味着,随着美欧自由贸易同盟实施新规则程度加

深,投资转移效应会更大。
推论4:若ϕ'-ϕ(贸易自由度差距)为常数,ϕ的提高使得边际生产转移效应大于零,即国际生产

和投资转移效应随着ϕ的增大而增大②。这意味着,非新规则成员国若要遏制发达国家实施新规则

带来的投资转移效应,只能加入自由贸易同盟或寻求与签署大型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签订包含新规

则的贸易投资协定。
(二)新规则的国际生产投资区位效应:数值模拟

1.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与贸易自由度参数设置。(1)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三大板

块。当前,涵盖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日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投资

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其中,特朗普正在推动的美国和欧盟自由贸易同盟可能成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区域贸易协定,此外,已生效或公布的涉及贸易投资新规则的主要贸易协定

还有CPTPP、USMCA、日欧EPA、美韩FTA、中韩FTA、中澳FTA等,本研究以上述贸易协定所

覆盖的国家作为多国FC模型的研究对象,并将其划分为3个区域:区域1,美国和欧盟;区域2,
与区域1签订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新西

兰、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新加坡、越南);区域3,中国。然后计算各区域初始的市

场份额si
E(2017年GDP占比),得到s1E=0.65、s2E=0.18、s3E=0.17。(2)贸易自由度参数设置。

贸易自由度ϕ=τ1-σ∈(0,1),ϕ=0表示两国贸易壁垒足够高以至于无贸易往来,ϕ=1表示两国之

间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在初始状态下,本文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17年“经济自由度

指数”衡量三个区域的初始贸易自由度,该指数中包含了投资自由度指数、贸易自由度指数、劳工

自由度指数、环境自由度指数、产权指数等多种指标,用于反映一国投资规则、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引起的交易成本以及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边界后措施引起的贸易自由度的改变。进行归一化

处理后得到区域1、区域2和区域3的贸易自由度分别为0.43、0.35和0.22。考虑到各个区域

的贸易自由度均已大于0.2,而且即使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深化和实施使得区域1和2之间完

全自由贸易,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数值模拟过程中将贸易自由度的取值限

定为(0.2,0.8)。

2.数值模拟。第一种情形,假设区域1和区域2的国家间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形成更高

标准的贸易自由化(ϕ'不断提高),而中国暂未与上述区域的任何国家签订新规则(ϕ=0.2保持不

变),则随着新规则深化和实施,国际生产和投资区位(s1'n、s2'n 和s3'n)将发生动态改变,见图1。
图1显示,区域1和区域2之间实施新规则形成新的FTA后,区域外国家中国的工业品份额

(s3'n)不断下降,“投资转移效应”显著,证实了前文的推论1。其次,在ϕ'=0.4之前,区域1和区域2
的工业品份额持续上升,说明在此阶段,第一层面的本地市场效应起主导作用,表明实施新规则推动

的自由贸易给成员国带来“投资创造效应”。最后,随着贸易自由度进一步提高,市场规模较大的区

域1(美国和欧盟)工业生产份额(s1'n)呈现加速上升趋势(曲线斜率大于零,边际投资转移效应大于

零),证实了前文的推论3。而与美欧实施新规则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其他国家(区域2)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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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式(5)中ϕ'求导,d(s12'n -(s1n+s2n))/dϕ'=2ϕs3E/(1+ϕ'-2ϕ)2>0,即边际转移效应大于零。
对式(5)中ϕ求导,d(s12'n -(s1n+s2n))/dϕ=[1-ϕ2+(ϕ'-ϕ)]/{ϕ(1-ϕ)[1-ϕ+(ϕ'-ϕ)2]}>0。



图1 新规则、成员国贸易自由度(ϕ')与国际生产投资区位分布

品份额(s2'n)开始下降,并在ϕ'=0.6时几乎降至零,表明此阶段第二层面的本地市场效应发挥主导作

用,即区域内工业生产集中到市场规模较大的成员国①。
第二种情形,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动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过程中,中国通过自由贸易试验

区试验并扩大实施新规则,同时与美国、欧盟开展自由贸易谈判,与韩国、澳大利亚等签署中韩

FTA、中澳FTA等,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度,此时不同区域的工业生产份额(s1'n、s2'n 和s3'n)也会动态调

整。图2模拟ϕ'=0.6保持不变的情况下②,中国与新规则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ϕ提高而导致的生

产和投资区位变化。

图2 新规则、非成员国贸易自由度(ϕ)与国际生产投资区位分布

图2显示,随着中国与区域1和区域2之间贸易自由度(ϕ)的不断增大,3个区域的工业品份额

呈现出与图1不同的变化特征。在ϕ=0.45之前,区域1工业品份额(s1'n)持续上升,但上升幅度与

图1相比较小,区域2(s2'n)和中国的工业品份额(s3'n)不断下降,此时生产和投资逐渐向区域1转移,
三个区域工业品份额的变化趋势仍呈现出多国FC模型两层次投资转移效应的特征。但是在ϕ=
0.45之后,区域1的工业品份额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区域2的工业品份额持续下降,而中国的工业品

份额开始上升,且上升幅度随着中国贸易自由度ϕ提高而增大。这意味着,随着中国接纳和实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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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虽然这种情形在现实世界中不会发生,但多国FC模型的模拟结果可以反映出与发达国家签订FTA在长期中

不利于小国发展的事实。
第一种情形的模拟中,区域1和区域2在ϕ'=0.6时达到自由贸易,因此第二种情形假设ϕ'=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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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ϕ∈(0.2,0.45),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新规则产生的“投资转移效应”,而且由

于中国市场份额较大(仅次于美国),其贸易自由度达到其他国家的水平(ϕ'=0.6)之前,即已经成为

国际生产和投资集聚地。

四、新规则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影响的实证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和多国FC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改变

了其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度、投资保护,导致自由贸易区域内外各国投资者的投资区位选择发生改

变,产生投资转移效应,最终使生产和投资逐渐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移。那么,实际中,美欧等发达

国家实施的新规则会对国际生产投资布局产生何种影响? 影响程度如何? 影响途径又是什么? 为

此,下文采用实证方法进行分析和验证。
(一)实证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实施以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如CPTPP、TTIP、USMCA
等)为主要载体,涵盖了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马来西亚、墨西哥、越南和

新加坡等38个国家,但不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
实施新规则的国家即为实验组,未实施新规则的国家即为对照组,由此可以考察新规则的实施对实

验组和对照组国家外资流入的影响。由于研究样本中涉及分组效应和时间效应,适宜采用计量经济

学中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进一步,Heckmanetal(1997)在DID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倾向得分值匹配(propensityscorematching)的双重差分模型(简称PSM-DID),该模型通过将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倾向值匹配,保证匹配起来的样本的倾向值相等或相近,确保实验组和对照

组满足共同趋势假设,从而使得政策(核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更纯粹。因此,本文首先利用

PSM方法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国家进行匹配,然后采用匹配成功后的样本进行DID回归。建

立PSM匹配和DID回归模型如下:

Logit(New_rulesi,t =1)=φ(Coni,t) (6)

FDIi,t =β0+β1New_rulesi,t+β2Timei,t+β3(New_rules·Time)i,t

+∑β4k·Conijt+δt+θj+εi,t (7)

模型(6)是一个Logit模型,以一国是否成为新规则成员国(New_rules)为被解释变量,新规则

成员国New_rules取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为一些列控制变量(Con)。Logit模型回归的系数

即为一国第t年成为新规则成员国的概率值,也即倾向得分值,然后根据近邻匹配法进行实验组和

对照组倾向得分值的匹配。
模型(7)是DID模型,是模型(6)样本匹配成功后的回归。主要考察新规则对一国FDI的影响效

应,其中,New_rules代表新规则的分组虚拟变量(新规则成员国New_rules=1,否则为0);Time是时间

虚拟变量(实施新规则后Time=1,否则为0);Con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模型的核心变量是新规则的

分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New_rules·Time,如果系数β3显著不为零,说明新规则的实

施对成员国吸引外资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地,实验组在新规则实施前后的FDI分别为β0+β1和β0+

β1+β2+β3,ΔFDI(New_rules=1)=β2+β3表示新规则及其他控制变量对成员国FDI的影响。同样地,
对照组在实验组实施新规则前后的FDI分别为β0和β0+β2,ΔFDI(New_rules=0)=β2表示其他控制变

量对对照组FDI的影响。因此,实验组与对照组FDI的变化幅度之差(即ΔFDI(New_rules=1)与
ΔFDI(New_rules=0)之差)ΔFDI=β3即为新规则对实验组FDI的净影响效应。

2.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模型中共有三类变量:被解释变量、主要解释变量(即反映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被解释变量。选取各国吸引外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FDI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

映各国外资流入的变动趋势,FDI数据来源于UNCTA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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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对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定义,可以将其细分

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企业议题等为代表的“市场准入”、以关税、非关税壁垒为代表

的国家间“贸易自由度”以及以ISDS、环境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等边界后措施为代表的“投资

保护”三类解释变量。因此,这三类变量的选取如下:第一,新规则分组虚拟变量New_rules,同时也用

于反映市场准入,如果国家i在t年后签订了涵盖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FTA则取1,否则取0。第二,
贸易自由度(Free_Trade),反映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引起的贸易成本,采用KOF的全球化指数,该
指数综合了贸易、关税、隐蔽性壁垒等一系列贸易自由度指标。第三,投资保护(Invest_Pro),反映东道

国投资规则中的监管一致、环境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竞争中立、ISDS等引起的投资环境的改变,间接反

映东道国制度变化引起的投资区位优势,本文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的投资自

由度指数衡量东道国的投资保护水平,该指数综合了投资待遇、投资准入、投资鼓励、外汇管制、转移支

付等指标,可以有效反映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对外资的投资保护水平。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影响一国FDI的还有市场规模、劳动力禀赋、资本禀赋、自然资源禀

赋、汇率等主要因素。市场规模(Marketsize)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有效需求的综合体现,使用

GDP测度,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WDI);劳动力禀赋(Labour)反映一国的劳动力丰裕程度,劳
动力越丰富其工资水平越低,越具备吸引劳动密集型投资的区位优势,工资水平采用联合国国家账

户合计数据库和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资本禀赋(Capital)反映一国资本丰富和资本市场发达

程度,资本越丰富其融资成本越低,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发展

指标衡量;自然资源禀赋(Resource)是一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之一,采用 WDI中矿石和金属产品

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汇率(Exchange)也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采用实际有效汇率衡量,数
据来源于UNCTAD和BIS(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

研究样本选取上,2009年美国高调加入TPP后,国际贸易新规则成为各个区域或双边FTAs贸

易和投资谈判的主流,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时滞性,在PSM-DID模型中,选取2010年起Time=1,时
间跨度为2007-2016年。同时选取美国、欧盟等实施新规则的国家和地区(38个)作为实验组,未实

施新规则的其他国家和地区(72个)作为对照组进行倾向值匹配研究,匹配得到的实验组和对照组

国家和地区(共88个)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结果分析

1.PSM匹配结果分析。利用PSM方法将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还需要进行平

行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即验证各变量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偏差,若偏差的绝

对值小于10%,则说明匹配效果较好,反之则说明匹配效果不理想。此外,还要分别计算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平均倾向得分值,如果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值的共同区间(即共同支撑区域)基
本无差异,说明PSM匹配后的样本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只有同时满足平行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才
能进行下一步的DID估计。匹配结果如表2和图3所示。

表2 PSM匹配效果

变量 样本
平均值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 偏差减幅(%) t值

Free_Trade
匹配前 4.34 3.96 206.20
匹配后 4.34 4.32 8.10

96.10
18.78***

0.80

Invest_Pro
匹配前 4.78 4.16 72.00
匹配后 4.75 4.67 8.40

88.3
7.13***

0.75

Marketsize
匹配前 26.29 24.08 118.40
匹配后 26.25 26.32 -3.90

96.7
11.43***

-0.37

Labour
匹配前 9.41 9.05 110.50
匹配后 9.27 9.29 -7.90

92.90
9.52***

-0.28

Capital
匹配前 1.57 1.30 158.80
匹配后 1.56 1.57 -8.5

94.7
14.3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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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样本
平均值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 偏差减幅(%) t值

Resource
匹配前 1.19 0.95 13.90

匹配后 1.17 1.16 0.50
96.30

1.08
0.04

Exchange
匹配前 2.38 3.54 -43.70

匹配后 2.34 2.33 0.30
99.4 -4.14***

0.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图3 PSM匹配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值对比

表2的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上述各变量的平均值偏差的绝对值基本

小于10%,且t统计值显示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各变量通过平行假设检验。由图3可知,匹配后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值的共同支撑区域基本无差异,表明样本通过共同支撑假设。由此可见,
样本的PSM匹配效果良好,可以采用匹配的样本进行DID回归估计,以检验新规则对各国外资流入

的真实影响效应。

2.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对FDI的影响效应分析。DID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观察表中第

(1)列的结果,在只加入新规则虚拟变量(New_rules)、时间虚拟变量(Time)以及两者的交互项时,
核心解释变量(New_rules·Time)即(双重差分估计量)的系数β3为0.267,且通过10%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明新规则对成员国的FDI产生了正向影响,即新规则促进了成员国的外资流入。时间虚拟

变量(Time)的系数为-0.514,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新规则对非成员国的FDI产生了负

向影响,即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新规则对非成员国产生了投资转移效应,使得其FDI流入减少。上

述实证结果与前文多国FC模型的推论1及数值模拟中情形一的结果相一致,即新规则使得国际生

产和投资布局往FTA内部集中,区域外的国家面临着生产和投资“被转移”的风险。其次,观察(2)
列的结果,在加入贸易自由度(Free_Trade)和投资保护(Invest_Pro)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后,DID
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New_rules·Time的系数为0.264,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系数大小相

对(1)列略有降低,表明除了新规则以外,一国外资的流入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贸易自

由度(Free_Trade)和投资保护(Invest_Pro)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768和0.100,且均通过显著性水

平检验,表明两者也是一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新规则通过改变成员国的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水平

影响国际生产投资布局,因此,论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DID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New_
rules·Time)与贸易自由度(Free_Trade)和投资保护(Invest_Pro)的交互项 New_rules·Time·

Free_Trade、New_rules·Time·Invest_Pro,用于检验新规则是否通过改变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度

和投资保护水平影响成员国的外资流入,结果见表3中的第(3)(4)列。观察第(3)列的结果发现,

New_rules·Time·Free_Trade的估计系数为0.267,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成员国实施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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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影响贸易自由度促进了成员国的FDI流入,贸易自由度越大,FDI流入量越大,这一结果与

多国FC模型的推论3相一致,即新规则产生的投资转移效应会随着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的不断提

高而增大。观察第(4)列的结果发现,New_rules·Time·Invest_Pro的估计系数为0.279,在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成员国实施新规则后,通过影响投资保护水平促进了成员国的FDI流入,投资保

护水平越高,FDI流入量也越大。

表3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影响FDI的估计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New_rules/country
0.207***
(7.35)

0.518***
(3.93)

0.354***
(2.74)

0.344***
(2.68)

0.658**
(2.55)

0.298***
(3.62)

Time -0.514***
(-2.91)

-0.093**
(-2.19)

-0.087*
(-1.64)

-0.098*
(-1.73)

0.008**
(2.04)

-0.185***
(-3.16)

New_rules·Time 0.267*
(1.85)

0.264*
(1.93)

0.339***
(6.80)

0.134***
(7.71)

0.692**
(2.00)

0.221***
(5.27)

Free_Trade 0.768***
(2.94)

0.671***
(5.89)

0.189***
(6.60)

0.020
(0.03)

0.127***
(4.71)

Invest_Pro 0.100***
(3.39)

0.082***
(2.88)

0.031
(1.06)

0.407***
(5.34)

0.069**
(2.34)

New_rules·Time·
Free_Trade

0.267***
(6.98)

0.346*
(1.80)

0.313***
(3.92)

0.308***
(5.30)

New_rules·Time·
Invest_Pro

0.279***
(3.80)

0.135***
(3.35)

0.226*
(1.71)

Marketsize 0.702***
(5.07)

0.698***
(6.42)

0.693***
(6.22)

0.623*
(1.82)

0.697***
(6.26)

Labour -0.186***
(-5.97)

-0.172***
(-5.72)

-0.162***
(-5.40)

-0.429***
(-6.04)

-0.170***
(-5.56)

Capital
0.183
(1.06)

0.242
(1.45)

0.179
(1.07)

0.686**
(2.02)

0.080
(0.48)

Resource 0.109***
(6.44)

0.118***
(7.21)

0.108***
(6.58)

0.025
(0.60)

0.108***
(6.56)

Exchange
-0.004
(-0.46)

-0.012
(-1.22)

-0.014
(-1.44)

-0.074***
(-4.04)

-0.008
(-0.90)

样本数 880 880 880 880 880 880

组内R2 0.224 0.852 0.860 0.862 0.772 0.859

  注:(1)变量 New_rules/country中,country代表新规则成员国是大国或小国的虚拟变量,该变量仅在第(5)列中

使用;(2)括号内为t值;(3)以上变量中,除虚拟变量以外,均取对数值。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确实已经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FDI产生了影响。具

体地,新规则中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有企业议题等为代表的“市场准入”显著提升了成员

国(即实验组)的FDI流入,这是因为,全面的市场准入不仅包含货物贸易领域,同时也包含服务贸易

和投资,意味着成员国间服务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开放程度会大大提高,从而促进FDI向区域内流入。
此外,新规则还通过提高成员国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水平促进FDI向区域内流入,这是因为,贸易

自由化和投资保护提升了区域内的开放程度和投资保护水平,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此外,
非成员国为了规避新规则带来的投资转移效应,选择到区域内投资建厂,进一步促进了FDI往FTA
区域内的集中。

此外,多国FC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虽然新规则的实施能够促进生产和投资往FTA内部流

入,但更多的是流向美欧等发达国家———FTA内的大国。因此,论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以新规则

成员国中的大国和地区(美国、欧盟)为实验组,以成员国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小国为对照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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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新规则影响效应的差异,结果见表3中的(5)列。该结果显示,新规则对成员国中大国和小国FDI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92和0.008,且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新规则的实施促进了区域内国家

(大国和小国)的FDI流入,但对大国的FDI流入影响更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选取2013年①作为时间虚拟变量(即2013年以后Time=1,
否则为0)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中第(6)列所示。对比第(4)列的估计结果发现,稳健性

检验中核心解释变量仅系数大小呈现细微差异,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说明本文的研究结

论是稳健的。

五、主要结论

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力推大型区域FTAs,以此为载体实施诸如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
识产权、电子商务、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一系列边界后措施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以构筑国际贸易和

投资新格局。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通过市场准入、贸易自

由度、投资保护等方式影响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国际投资布局。第二,多国FC模型的数值模拟结

果显示,新规则改变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度导致国际生产和投资向FTA内部市场规模较大的美欧等

发达国家转移和集中,FTA内部小国和FTA外部国家的工业品市场份额下降,转移程度取决于

FTA内外的贸易自由度(ϕ'和ϕ)与FTA市场规模的大小。第三,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结果表

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确实已经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FDI产生了影响,具体地,新规则通过提高

成员国贸易自由度和投资保护水平显著促进FDI向区域内流入,而对非成员国的FDI产生了负向

影响,即产生了投资转移效应。第四,区分新规则成员国的大国和小国的实证结果显示,新规则的实

施对成员国中大国的FDI流入促进作用更大,区域内投资转移效应显著。总体上,新规则已成为左

右国际投资布局的大趋势和主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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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theNewRulesofInternationalTrade
andInvestmentontheLayout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andInvestment

XUPeiyuan LIUYafang
(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China)

  Abstract:Globaltradeandinvestmentrulesareacceleratingrestructuring.Post-bordermeasures,representedby
ruleconsistency,competition-neutrality,intellectualproperty,environmentalandlabourstandards,aremainstreamin
regionaltradenegotia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asaninstitutionalarrangement,the
newrulesmainlyaffecttheinvestmentlocationchoiceandthentheinvestmentlayoutthroughmarketaccess,trade
freedom,investmentprotectionandsoon.ThenumericalsimulationusingthemultinationalFCmodelalsoshowsthat
thenewrulesleadtothegradualtransfer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andinvestmentfromthesmallinternalcountries
ofFTAandtheexternalcountriesofFTAtodevelopedcountriessuchastheUnitedStatesandEuropeancountries,

whichhavealargeinternalmarketinFTA.Thedegreeoftransferdependsonthefreedomoftradeinsideandoutside
theFTAandthemarketsizeoftheFTA.TheempiricalresultsbasedonthePSM-DIDmodelconfirmthatthenew
rulesgraduallyimplementedsince2009havepromotedtheinflowofFDIbyincreasingthedegreeoffreedomoftrade
andthelevelofinvestmentprotectionamongmembercountries,andtheroleofbigcountriesismoreobvious.Onthe
otherhand,ithasaninvestmenttransfereffectonnon-membercountries.Thenewruleshavebecomethemaintrend
anddominantforceinthelayoutofinternationalinvestment.

Keywords: NewRulesofInternationalTradeandInvestment;InvestmentTransferEffect;InternationalInvest-
mentLayout;M-F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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